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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挖掘历史探究本土经验以关照当下是研究武术教育问题的重要理路。研究在史料蒐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模式为“打练结合”。基于此，运用历史比较法、文本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对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思想渊源与开展基础、教学实施，及其成效进行了研究。中央国术馆通过贯彻和实施“打练结合”教学模式为中国近代现代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武术人才，使其成为中国学校武术专业教育的开拓者。囿于强种救国的时代背景，该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未能有效探索武术教育的“技外之理”。从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中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表演”和“技击”应成为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一体两翼”；从“打练结合”到“打练融合”始能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重视“打练融合”技外之理籍以落实武术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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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ode of Chinese Martial Art Bureau of National Central and its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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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ing history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to take care of the moment is a important problem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ata, the study uses the historical comparison method, text analysis method and logical induction method，study found that Chinese Martial Art Bureau of National Central model of teaching was combination of fight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is, study for origin of thought and carry out the basic, teaching objectives,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its influence. Chinese Martial Art Bureau of National Central combination of fight and practice model of teaching which had cultivated a lot of Wushu talents got through implement combination of fight and practice, so that became the pioneer of modern Wushu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aving the country by strengthening species, the Wushu teaching mode fo combination of fighting and practing fails to effectively explore outside theory of the fusion fight and practice.Take care of the present,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implications from Chinese Martial Art Bureau of National Central model of teaching: Performance and the art of attack should be body and two wings of martial art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velation is the mission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need form combination of fight and practice into fusion.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should be go after outside theory of the fusion fight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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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全国学校武术联盟成立后剀切指出：选用“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合，德艺兼修”作为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操作思路。[1]相继出版的《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材》亦贯彻了“打练合一、精炼传统”的编写原则。尽管“打练并进”与“打练合一”提法不同，但都重新审视了“打”之攻防和“练”之对抗在武术教育中的现实意义。然则，对于武术教学模式之“打”与“练”，学界鲜有从“挖掘历史、面向未来”的视角进行研究。回望历史，《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中明确提出了该馆的四项基本职能：研究中国武术、教授中国武术、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和管理全国国术事宜。[2]“教授中国武术”作为中央国术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在全面抗战前得到了贯彻。是时，中央国术馆在教育实施上采用了“打练结合”的武术教学模式，承前启后的为中国近现代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武术人才。中央国术馆的“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是以培养学生武术应用能力为主旨，将武术的基本功、套路和格斗进行组合练习的一种教育实施程序。基于此，本研究拟在史料蒐集与整理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法、文本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以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为主线，从教育史视角考证与分析其产生的缘起、实践、影响及其不足，以启来者。
2 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思想渊源与开展基础

2.1“知行合一”对张之江武术教育思想的影响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强调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正如王阳明所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3]王阳明“沉浸式体验”的哲学观对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的武术教育思想有着启示意义。发起成立中央国术馆后如何“教授中国武术”，张之江认为应该知行合一。如他所述：“我们应该怎样的提倡国术，使得现代的武术归趋于知行合一这条路上方对”。[4]为此，张之江形象地将当时“打练分离”的现象比喻为旧时衣店的“待沽之衣”，即“有的只有上身没有下身，有的只有下身没有上身，偶然似乎两件成套，而仔细考究，不是肥瘦不同，便是颜色各异”。对于当时一些地区武术教育着重套路表演，忽视两两相当的技击比试，张之江认为：“把套路当做武术不合实际，若当戏看博人一笑矣”。[5]张之江要求套路练习之“知”应与技击比试之“行”相结合的武术教育“知行合一”思想，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的开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使得该馆的武术教学朝着重视武术技击价值的方向发展。张之江并非武术科班出身，但他认识到历来习武之人都不把套路练习和对抗练习绝然分开，往往是兼而习之，正如拳谚所云：“练时无敌当有敌，用时有敌当无敌”。
“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张之江的武术教育思想影响至深且巨，这是中央国术馆重“比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学中，由“知行合一”强调“事上练”，并最终形成了“打练结合”的武术教学模式。重视“打练结合”无不彰显着张之江的个人情怀。他甚至激动地说道：“在以前的武术教育中，仅以表演的成绩定功夫之高低，余觉得这种方法不合理也不正确，各个武艺都应于月考或季考中见高低。在比试的这一天，我无论如何忙，不管生病怎样重，只要我能勉强支持总要亲自到场”。[6]是以，作为中央国术馆的领导者，张之江强调“既得艺、必试敌”的践行“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
2.2 网罗技击人才、撤门户设教务和开设“教授班”奠定教学基础
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后于1928年10月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武术国考，以选拔武术尖端人才充实中央国术馆。在颁布的《国术考试条例》中，对考生“技击”能力要求甚高，除预试的套路表演外，正试为对试拳脚、摔角、器械三科，并要求考试时无论徒手或器械比试均应着护具以防受伤，不准任意不用。甚至提出：对试时发生受伤情形由本馆担负治疗，如发生意外事情由本馆呈请国民政府抚恤之。[7]由于比赛越打越激烈恐出现伤亡事故，经过三轮淘汰，决选出17名最优胜者后宣告比赛结束。[8]首届武术国考以“对打”作为择优的主要依据确实有助于网罗“真才实打”的武术人才，但是由于规则过于开放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作壁上观的褚民谊指出：“凡二人比赛，一登演台即挥拳举足一味乱打，或扭作一团，或用拳向对方头、面、胸、腰各部位殴击，度其意盖欲一拳即将其打到便可获得胜利”。[9]虽然如此，除却民间聘请的武术家，本次武术国考的优秀考生多数被招纳至中央国术馆充任武术教师，一些近代著名武术教育家都源自本次武术国考，如：朱国福、佟忠义、杨松山，万籁声、马英图等人。
    在教学管理上，中央国术馆起初（1928年）主要分为武当和少林两门派进行管理。然而，这种划分存在着门派之争，传统的宗派门户恶习在两门派的思想领域中作祟。为此张之江当年取消两门，参考现代教育体制重设教务处统一教学管理。张之江认为：“凡以往宗派门户种种陋习极宜乘时改革，教授生徒万不可划分门户。不论少林、武当、南拳、北腿、长兵、短兵皆为我国国粹，择其适当者循序教之，俾生徒容纳各家之所长，他日学成则可融通化合，从此门户之见可以消弭于无形”。[10]此外，在中央国术馆制定的六条《国术同志应遵守之规律》中，除第一条：遵守党国义法；第二条即为：化除宗派畛域。[11]撤门户设教务标志着中央国术馆在管理上已向现代教育体制靠拢，其力求通过化除门派以统一武术教学，并通过设立教务处为“打练结合”教学模式奠定了管理基础。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中央国术馆共开设了四个班种推行武术教育。1928年中央国术馆发布的《教授班招生简章》中明确指出：教授班专为养成教授师资而设，专以预备党、政、军、警、学各机关及各省市分馆教授人才为宗旨。相比之下其他的班种，诸如练习班：以供应民众练习国术之需求而设，以使国术技能普及全国各界，发扬民族精神养成健全体魄为宗旨。女子练习班：专为妇女有志练习国术者而设，以国术普及全国女界练成健强躯干为宗旨。研究班：专为各机关男女职员有志研究国术者而设，为普及国术共同提倡，以唤起民众强种救国为宗旨。[12]故，中央国术馆所开的四个班种分别为武术专业教育的“教授班”，武术普及教育的“练习班”和“女子练习班”，以及学术性质的“研究班”。中央国术馆在“教授班”中全面实施“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并于1932年进一步细化了招生简章，要求以传习搏击、劈刺、摔角等各项技能养成出席国际选手，适合近战格斗而需要之教授人才为宗旨。[13]建馆初期的“教授班”学制较短，只有6个月，培训后即往军队和机关输送人才。从1933年开始学制恒定为3年，始能进行较为系统的武术专业教育。因此，与其他班种以健全体魄为宗旨不同，“教授班”希冀以“打练结合”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武术应用能力。
3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展开
3.1 教学理念：体用兼备的价值追求
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观体现在武术上的表现即“体用兼备”的价值取向，在武术技术组成中容演练的“体”和技击的“用”于一体。张之江对馆员强调：“练习国术对于对手尤当特别注意，因为单练只有体的工夫，对手才是有用的工夫，所以练国术的，先要练其体然后练其用这是很要紧的”。[14]张之江特别指出了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体用兼备的价值追求，云：“国术是体用兼备的，既可以强身强种，同时能增进白兵格斗的方术，不论平时战时，皆可得着国术的功用”。[15]为此，张之江提出了体用兼备的实现路径，又云：“国术专家要锻炼身体坚硬，从体的方面说，应注重基本锻炼，可以分为团体的、单人的，从用的方面说，可以由对练而对比”。[16]中国传统哲学“体用兼备”的一元论思想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得该馆的武术教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沿着“功、套、用”的路径发展，并最终将武术的“打”与“练”相结合，指向学生武术技击能力的提升。

3.2 教学内容：择取武术的技击技术

在明确了“体用兼备”的价值追求基础上，中央国术馆开始进一步探索教学内容以适应“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上中央国术馆将不同武术的技击技术进行筛选、加工、提高，然后再运用于“对试”中，这是该馆武术教学内容设置的基本线索。在教授班的教学内容中，不仅有八极拳、形意拳、杂拳、潭腿、查拳、八卦掌、中国跤、八卦散手、梅花刀、猿臂棍、断门枪、三才剑、青萍剑、苗刀等极富技击特征和技术全面的传统武术，也有搏击和拳击等现代武术教学内容。以中央国术馆结合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自创的“练步拳”为例，该馆教师刘崇清根据长拳的技击特征，取其易学练、体用兼备、攻防连贯的实用特点。从冲拳、劈掌、肘击、勾踢的的基本动作，到套路练习中强调的不偏不倚、前进后退，左旋右转必须灵活敏捷、高低适度，以实现拳不虚发、日渐长功，最终要求在“对试”中打出快速连击的气势。
3.3教学过程：先“练”后“打”贯彻“打练结合”
在明确了“打练结合”的教学理念与内容后，武术如何教“练”？鉴于张之江对“练”的重视，中央国术馆采用“内外交练”指导学生训练。教务处长吴峻山明确指出：“练内劲工夫就叫做内功，练外劲工夫就叫做外功，内功是练精气神，外功是练筋骨力，所谓内外都是一气，总要交练才好”。[15]在练的方法上，编审处副处长金一明切实要求学生：“练习拳术其根在足，劲起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发而为全，故练拳不如练腿，练腿必先练步，练步功深，始能落足稳如泰山，发腿疾如闪电”。[17]基于此，中央国术馆对不同武术内容的套路都进行了“练”的开发，在体能训练的同时，通过基本动作习练，以及拆招、喂手的套路对练以提升学生的攻防对抗能力。
武术如何教“打”？中央国术馆的管理者和武术教师都现身说法。管理者们着重阐述了“打练结合”的意义。张之江云：“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虽属匹夫之勇，苟国术专家无此种精神，则与不兑现之支票有何益哉”；金一明进而言之：“练习国术与兵相似，拳可练而不打，打法不可不备”。武术教师则对如何“打”进行了指点。马永胜述：“学打三年不如真传一话，练势千着一熟为先，打法人人皆会，各有巧妙不同，其决在遇空即补，伺隙而进”；姜容樵谓：“拳打三分，脚踢七分，临场之时要神清气沉胆大心思，不动如伏鼠，动如奔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王子平云：“力大为王，大披大卦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是十下”。此外，龚润田、黄柏年、马庆云、杨松山、王云鹏、郭锡山、王景伯和胥以谦共计12名教师都对如何教“打”发表了观点。[18]由于中央国术馆聘请的教师都有着丰富的“打法”经验，对于教学生之“打”颇有心得，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将不同拳种的“打法”技巧通过师生对比、学生间对比的形式授予学生，进而在馆中教师的主导下为学生技击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武术教学如何“打练结合”？中央国术馆采用的是编审处长姜容樵提出的“打练结合”四层法，即断劲、明劲、暗劲、化劲。[19]第一层“断劲”指用以坚其体、筑其基，将自身的蛮力换成劲力。意即基本功和基本动作练习；第二层“明劲”是指逐渐使骨骼坚如磐石，使体魄威似泰山，这步期间学者宜考究套路的多寡，只求花拳绣腿、多多益善，和人交手时仍然迷信克敌制胜的招法，深信我外无人，斥别人的技术无一是者，俗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意即外练后初具实战能力。第三层暗劲，是和人交手时既要眼睛看见，耳内听见，便可化出去。虽不能出手便赢，可是不至于轻易输给别人，这步期间，由易骨而易筋，由易筋而懂劲，由懂劲而随意变化，治技到此程度，对于套路不甚讲求，对敌的工夫已入了见闻化境。意即内外交练后实战经验的提升。第四层化劲，即入无我之境，治技至此已深入化境，奇正相生、横竖互用，随时而发，因势而为。意指“打练结合”后对技击技术的应用自如。由“练”入“打”，“打练结合”的四层教学模式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也反应了中央国术馆在贯彻“打练结合”教学模式时已具有稳定的结构特征，即“基本功—套路—对练—对试”。中央国术馆的学生依据四层法，接受着“打”与“练”的修炼，逐层提高技能水平以至知行合一、体用兼备。
基于“打练结合”的技术取向，中央国术馆提出了“术学兼备”“练修并重”的品德修养要求。张之江认为：“术学兼备缺一不可，要养成文明的脑筋和高尚的思想，能够与我们这雄强的体魄并驾齐驱，才能做一个健全的国民”；“练修并重，练是关于体质外表一方面的，修是关乎精神灵性一方面的，关于练的方面固然是要专心致志，如果只练而不修，那就没有道德，没有精神，没有保障，将难免为非作歹，误入歧途，危害社会”。[20]中央国术馆通过“打”“练”整体观的演进，进而提出了“术”“学”结合，“练”“修”结合，希冀在“打练结合”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进而通过“打练结合”的技击之能，培育学生向着“致良知”的理想蓝图前进。
3.4教学方法：分解法（套路）与对试法（技击）的结合
在教学方法上中央国术馆除了采用传统武术基本的口传（讲解法）身授（示范法）法外，教师主要以分解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套路动作，以及运用“对试”法让学生学会应用。教师吴图南的教学方法具有代表性，他首先对灌输式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并切实指出：“教学方法之注入式而言，在此五六年来不能收宏大而普遍之效者皆以”。吴图南更注重分解练习法，云：“是就现在一般国术家之教学经验以分段学习成功较速，而学习者亦有相当之兴趣；全部学习成功较缓，而学者每感日久生厌，缺乏相当之欣赏，虽有教师强迫行之结果收功亦微也”。[21]因此，中央国术馆的分解教学法对学生掌握套路具有针对性，通过一招一式的教化和学习更有利于“打”和“练”的结合。吴图南在运用分解法的同时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常用故事或日常人们熟悉的生活事例来谈拳，启发学生领悟拳理，激发学生不断琢磨，细心体会，让学生悟出拳理。[22]反映了该馆教师的教学方法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央国术馆教师运用口传身授和分解练习法使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后，要求教授班的学生以“对试”的形式将所学套路加以运用以贯彻“打练结合”。在中央国术馆的“对试”中不仅有年终考核，亦有季考、月考。在课堂教学中，亦将“对试”作为比赛教学法，要求学生通过“对练”“推手”“搏击”的形式进行学习。是以，分解法（套路）与对试法（技击）的结合使得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法方法具有鲜明的“打练结合”的痕迹。
3.5教学环境：专建“竞武场”优化教学物质环境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前暂借于南京市韩家巷基督教协进会，1928年正式成立后在头条巷购得一处住房用以办学。囿于教学场所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武术教育，中央国术馆向当局申请拟建造一所可容纳5万人左右的竞武场，并依此申请经费25万元。最后，国民政府下拨2万5千元于1930年8月建成了可容纳1千人的竞武场。[23]在竞武场落成典礼的演讲中，张之江说道：“要贯彻强国强种的目的，非提倡学用一致，能临阵应用的国术不可，这就是竞武场最大的使命”。[24]竞武场建成后成为中央国术馆“教授班”进行教学的主要场所，亦是该馆重要活动和考试的首选地点。建造竞武场不仅使得该馆师生的教学物质环境得到了保障，其催人奋进的标语、整齐美观的武术器具对学生的武术习练产生了号召力，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动力，保障了“打练结合”教学模式的推进。遗憾的是，竞武场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中被夷为平地。

3.6教学评价：主张师生双重考核
    教学评价折射着时代诉求，昭示者课程价值取向、教学模式与教育观念。[25]中央国术馆的教学评价标准具有鲜明的“技击”导向，主张师生双重考核，通过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完成教学评价。在学生评价中，中央国术馆鉴于考试为甄别人才、奖励进步和测验功夫之优劣，教授班学生有月考、季考，亦有年终大考。除规定术科外，全部学生共修学科如党义、国文、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国术源流、教育学、军事学等亦须进行闭卷考试。张之江特别重视学生的武术技能评价，谈及考试的内容和意义时有云：“大家平日锻炼，孰为勤奋孰为怠惰，固难识别，一经考试则泾渭分矣。对于拳脚、刀剑、枪棍、摔角、搏击皆要有相当进益，始不背离大家誓志求学之初衷”。[26]在评价方法上，中央国术馆依据任课教师的一对一分组，共进行12回合，每回合1分钟的对试，以打点为主要评分依据，辅以考察学生在拳术、器械、摔角和搏击中手眼身法步是否合乎法度，呼吸或为调匀，气力或为雄厚或为薄弱的主观评判。[27]可见，通过月考、季考和年考的过程性评价以检验学生日常之“练”的技能习得水平，是教授班贯彻“打练结合”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学生毕业考试之时的终结性评价，中央国术馆邀请国民政府要员亲临现场。如第三期教授班毕业考试时，考试院长戴季陶负责总监考，[28]以向学生宣示最终具有“打”的应用能力是为毕业与否的重要依据。因而，平日之“练”和考试之“打”，共同构成了中央国术馆相对完整的“打练结合”学生评价体系，其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打练结合”教学模式的实施水准。
除学生评价外，对教师的武术技能评价亦是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职员考试从1933年开始，举行过两次。每次考试时张之江以身作则，报告考试意义后演练步拳和三星剑。全体教师40余人均考三项以上武术内容，分别为体能、套路演练和分组对试。[29]虽然该馆的教师评价具有激励的意义，但是对于考核不合格者则毫不留情的予以淘汰。如媒体所述：“馆长张之江为彻底整顿馆务，特举行教职员及勤务等考试，成绩优良者不但可以连任，并可受奖励，劣者将予退职”。[30]张之江身先士卒的教师评价尽管流露出重视师生双重评价的思想，囿于以教师的武术技能评价为唯一标准，忽视了教师的教学能力评价。尽管如此，中央国术馆的教师评价对于保持教师武术技能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且强化了教师贯彻“打练结合”教学模式，因而，该馆从教师到学生都在“打练结合”的模式中磨练了武术技能水平。
4 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实施成效
中央国术馆通过“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实施，学生的武术应用能力都有所进步。例如，何福生在马英图指导下学习了八极拳，又在姜容樵的教授下学习了形意拳，通过打与练的刻苦锻炼，他的套路更加广阔丰富，技击精湛入微，在三年的学习中，何福生保持了两年半的全馆桂冠之称。又如，吴玉昆在李锡恩的指导下学习了拳击，课余时间通过举石锁、掼沙袋、跳绳、跑步、单双杠的形式进行体能练习，课上与同学对练时尽管时常被打的头昏眼花，但他锲而不舍并因此夺得了馆中拳击第一名。又如，张文广在常振芳的指导下，通过“四千次作业法”的练习，不仅精通了查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等各种拳术，摔跤、散手亦有颇深造诣，并获得了全国摔跤轻量级冠军。再如，李士廉在吴峻山、王子平的指导下，不仅在形意、八卦、太极和少林长拳的套路演练上驾轻就熟，且在摔、打、擒、拿的徒手中和刀、枪、剑、棍的器械上长于对抗，成为了武术全能，被张之江誉为武术专家。是以，基于教师对“打练结合”教学模式的落实，馆中学生在技击对抗中进步显著。这也正如张登魁所述：“在老师们的悉心指导和学友的相互学习、鼓舞下，技艺日趋精湛”。

除馆中习练外，在参加的全国各级各类比赛中中央国术馆学生成绩卓著。如，1930年举办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王子庆获得冠军；[31]1933年民国第五届全运会，温敬铭获得全国短兵第二名；[32]1934年全国中国式摔跤比赛，张文广获得轻量级冠军；[33]1935年民国第六届全运会，郭景春获得全国长兵第一名。[34]在“术德并重”的教化下，学生品德亦有发展。如，王子庆获得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冠军后将所得5000元奖金分予比赛者。王子庆为此慷慨陈词：“兄弟来浙参加比赛，目的是在提倡国术，并不是为五千元赏金而来。现在为表示本人的真实的态度起见，特将奖金分给优胜之二十六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国术”。[35]王子庆术德兼优的行为受到了张之江的点名表扬，称其：“不但可为中央国术馆同志的模范，并可为全国国术同志的模范。”[36]1933年中央国术馆的学生评议中，温敬铭、张文广、王子庆三人被评为馆中“术德并重、文武兼修”最优学生称号。[32]此外，在柏林奥运会参赛之际，国术选拔委员会选出9人参与柏林奥运会表演，其中有4人来自中央国术馆，分别是张文广、温敬铭、翟涟源和傅淑云，代表中国完成了武术史上的奥运首秀。[37]至全面抗战前，中央国术馆通过“打练结合”教学模式培养了约500名
武术精英人才，其中的绝大多数充任到军队、机关、各级国术馆和学校，为中国近代武术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批“教授班”的学生亦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前线中，如宋茂田、吴江平、蒋浩泉、程建、李士廉等人践行着张之江“知行合一”的武术教育思想。
5 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历史评价
5.1培养出一批优秀武术人才是为中国近代学校武术专业教育的开拓者
作为中国近代武术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中央国术馆更注重的是在武术专业教育中培养出什么样的武术人才,这同近代史上的武术会和体育会的培训形式有着本质区别。是时，中央国术馆在张之江“知行合一”的武术教育思想下，以“打练结合”的教学模式推进武术专业教育，落实其“教授中国武术”的基本职能。在“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中央国术馆在课程与教学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基本功—套路—对练-对试”的结构特征，以丰富的教学内容为前提，对抗练习为主线，在竞武场中采用竞技为主的教学方法，尤为注重对馆员技击能力的评价。这一系列的实践使得中国近代武术从“义和团”的奇技淫巧和“新武术”的亦步亦趋逐步探索为中央国术馆教授班的“打练结合”教学模式，进而在全面抗战前教育发展的背景下成为中国学校武术专业教育的开拓者。中央国术馆“教授班”培养的武术精英人才，优秀桃李如温敬铭、张文广，优秀教师如王子平、吴图南等等不一而足，为中国近代以及解放后的中国武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5.2 强种救国时代背景下的“打练结合”未能有效探索武术教育“技外之理”

 毋容置疑，中央国术馆利用政治资源曾给我国近代武术教育事业带来了快速发展，其历史功绩值得肯定。白璧微瑕的是，“打练结合”作为中央国术馆武术专业教育的唯一模式，虽有利于学生体用兼备的掌握武术技能，但是技击不是武术教育的唯一的价值。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教学模式过于拔高武术的社会功能，客观上使得近代武术教育事业趋向于走向分化，在精英阶层和大众之间，在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同时，武术也被赋予了艰巨的时代使命，习练武术不仅肩负着文化重建的责任，而且还是民族救亡的倡导者和政治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也正如《中央国术馆宣言》中所述：“国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用强身强种的法子来做根本救国的运动”。[38]张之江强调切合应用，也限制了中央国术馆时期的武术教育向着更丰富、更多样的方向发展。究其原因，中央国术馆过于追求武术教育的技击价值，尤其年考时国民政府要员的莅临视察使得学生不得不以掌握“技击”为学习的唯一着力点。尽管“教授班”开设了一些学科课程希冀践行“术德并重、文武兼修”的理性蓝图，但是学科课程内容仍以三民主义、武术源流、武术教学法、军事学为主。是以，“打练结合”的教学模式虽突出了武术技击价值，却未能有效探索武术教育的“技外之理”，馆中师生时刻接受着“练是为了打，打是为了练”的“打练结合”教学模式。中央国术馆以培养学生武术应用能力为主旨，这在强种救国的时代背景下是一种以竞技体育“选手制”和战场搏斗“临阵杀敌”为目标的武术教育，因而也就在客观上湮没了武术教育的多元价值。
6 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现实启示
6.1“表演”和“技击”应成为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一体两翼”
回望历史，“打练结合”是中央国术馆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唯一模式，其时，在“知行合一”“体用兼备”的传统文化熏陶下，中央国术馆从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环节中都紧扣武术的技击本质，进而贯彻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但是却充斥着对“表演”的偏见。立足当下，“打练结合”也许并非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最佳模式，但从传承武术文化的内在要求上来看，只有正视“打”与“练”方能汲取武术传统文化的营养。在武术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专业教育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传播路径，其不仅能够从纵向将我国传统武术文化深入贯彻到教学过程中，从不同学科和领域展开多样化的传统文化传承，更能在横向的武术普及教育中将武术发扬光大。而“表演”和“技击”则是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一体两翼”，能够从源头增强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信心。

如今，我国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存在着显著的脱离传统现象。正如某体育专业院校武术教师所述：“在现今的武术专业教育中，以竞技武术为代表的现代武术正与传统武术日益脱离，甚至成为互不相关的‘两张皮’，失去与传统的联系，也就脱离了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而逐渐迷失自我”。[39]事实上，当前的武术专业术科教学内容基本以套路为主，其教学过程、教法方法、教学评价都是从武术的“表演”维度出发，其竞技内容亦是以“表演”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这不仅是现代武术与传统武术的脱离，更是武术“表演”超越“技击”本质的问题。因此，当前的武术专业教育需要借鉴中央国术馆时期坚持中国武术为主体的教学内容。课时量充足的院校可广泛选取武术拳种，形成武术传承的新阵地。课时量不足的院校可选择一个地方拳种开发校本课程进行教学。在教学模式中，需要突出武术的技击本质，在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中重视学生的武术对抗体验获得。同时，在教学中摒弃一些传统武术中攻击人体要害部位和反关节动作的不文明技击技术，让学生在佩戴护具的基础上进行“对抗”。在“练”的教学中，对于不同拳种所需要的练习方法、器具加以改进，融入课堂，进而让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在“表演”和“技击”的双管齐下中，传承武术自古以来“击与舞”交相辉映的优秀传统。

6.2 从“打练结合”到“打练融合”方能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

新世纪以来，先后由邱丕相、蔡仲林、周之华等专家提出了“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40]到武冬、吕韶钧等专家提出的：“整合拳种、优化套路、强调应用、弘扬文化”；[41]再到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主席赵光圣等专家提出的“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合，德艺兼修” [1]的教改思想。学界针对“打练分离”带来的学生武术习练和文化传承成效不彰的积弊已有所共识。尽管三种教改理念提法不同，但都重新审视了武术习练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中国武术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套路中的体会，技击亦是必不可少的领悟途径。正如拳谚所说：“练拳不明虚实理，白费功夫终成空”，通过对抗更能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武术的文化自信。“打练并进”的理念弥补了如何“强调应用”的技术层面问题，旨在突出练习目标的精准化。然而，把套路和散打进行平行教学虽有利于解决学校武术教育重套路轻对抗的现状，却很可能落在了套路之“练”和散打之“打”的“知行分离”“体用分离”的新的“打练分离”之中。而从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基本动作—套路—对练—对试”的历史经验来看，其教学计划是由“练”入“打”，将“打”和“练”通过“功、套、用”的结合后以提升练习者的格斗和对抗水平，却忽略了“击和舞”“套路与格斗”同属武术的两个文化系统。
基于此，在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下，套路教学时须要提高学生的攻防能力，格斗教学时亦须锻炼学生的审美能力，因为二者共同构成了武术完整的文化体系，并且学习二者的过程又构成了武术完整的技术体系。质言之，学生的套路练习和对抗练习应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既得艺、必试敌”。套路教学内容上应贯穿格斗能力的提高，格斗教学内容上应体现演练水平的提升，在此“沉浸式体验”的基础上再有所侧重，精于套路者能掌握一定的攻防技击技能，同时，长于对抗者能掌握一定的套路演练技术，从而使学生在“打”与“练”的融合过程中达到“致良知”的文化传承成效。此外，相比于“打”与“练”的叠加结合和平行向前，只有“打”与“练”的相互融合，方能促进武术教育朝着“突出拳种”和“一校一拳”的“拳种意识”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拳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个性和地域文化的特征，不同拳种“打”和“练”的特色更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实载体。从学生角度而言，“对练”形式的套路不仅可以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比试”形式的对抗亦可弘扬“知行合一”“事上练”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崇尚武勇为特征，团结和谐、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致良知”的民族精神。
6.3 重视“打练融合”技外之理籍以落实武术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宣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没有“攻防”形式的对抗，“强调应用”无从谈起，漠视“技外之理”的探索，“轻视文化”的育人问题无从解决。武术教育不完全表现在外在的技术层面，其主宰身体行为的“以技载道”和“技以厚道”在立德树人教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教学模式深受武术泛政治化路线的影响，学生习武时“御辱图存”的信念大于“术德并重”的实践。时至今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关照，给追求武术技术教学质量提高之外的“技外之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武以德先”是中国武术“技外之理”的核心。武术历来注重在“德”的基础上通过技术的不断挖掘与探索，在“打”与“练”的同时以恒久的习练和体悟，成为一名“术德并重”的人。“打练融合”只有从外在技术练习到内在“真善美”人格养成和人生境界的提升，方能产生追求技术之境后百炼成钢的“化学反应”，以从中央国术馆时期的“强国强种”、“技击之能”发展至“修身之术”、“艺术之能”，最终成为“以武育人”“立德树人”的切实载体。注重“打练融合”的技外之理，需要通过基本动作的打磨培养学生由内而外的恒与毅，勇于面对与战胜生活中的艰难困苦；通过套路攻防中一招一式的“沉浸式体验”养成学生由外而内的体与悟，感知与省思日常行为；通过格斗对抗中的“事上练”使学生从身体到品行融入新时代，进而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的“立德”之路，以及优秀传统文化“致良知”中的“知轻重”“知进退”“知分寸”的“树人”之径。

7 结语
   正如邱丕相教授所言：“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为武术的教育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42]“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作为中央国术馆践行其武术专业教育蓝图的实施程序，在全面抗战前得以贯彻，其烙印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因而馆中师生亦被卷入武术救国的旋涡之中。当然，通过“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磨练，中国武术“知行合一、体用兼备”的文化属性已然在中央国术馆学生中得到了传承与弘扬，其培养的一批优秀武术人才为中国近代以及解放后的武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关照当下，面对“打练分离”造成的学校武术教育的委顿，审视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表演”和“技击”应成为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一体两翼”；从“打练结合”到“打练融合”始能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追求“打练融合”技外之理籍以落实武术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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